星島報業遷往澳洲

移轉行動的兩重意義

星島報業有限公司於今年五月二十三日，在香港及澳洲雪梨兩地同時宣佈：由該公司主席胡仙女士去年底接管的一家澳洲公司，決定全資收購香港上市星島報業的全部股權。

這家澳洲公司是由胡仙女士與其家族控制的「CEREUS」有限公司，並在香港註冊成立了附屬公司「CEREUS H‧K‧」，他們將收購星島的全部發行股本。這項收購完成後，星島報業有限公司的經營權，仍將由胡仙女士、其家屬成員，與其控制公司所擁有。

這項收購行動背後有兩重意義：

第一、被新聞界稱為「全世界最國際化的報紙」，在香港紮根已紮根五十七年的星島報團，與其他胡仙女士所有的企業，其經營總部將從此由香港遷往澳洲。
第二、在中共與英國私相授受香港前途的威脅下，星島報業是首家撤離香港的巨型華資企業集團。由於胡氏家族及所屬企業，在香港與東南亞的悠久歷史與形象，這項撤資無異是對香港問題的一種實值投票。

星島日報的輝煌經歷

星島日報當前編輯印行的國際版，遍及亞歐美澳各大都市，分別在香港、倫敦、巴黎、紐約、舊金山、芝加哥、溫哥華、多倫多、雪梨等地發行，在台灣亦有銷售。它的發行量雖未必列入世界報業前茅，發行觸角卻極為普遍，故世界級的通訊社，譽稱星島報業為「全世界最國際化的報紙」。

星島日報創刊於一九三八年（民國二十七年）八月一日，創辦人為胡文虎先生。

胡文虎、胡文豹兄弟係在東南亞經營「萬金油」致富，並成立「虎標永安堂」企業，成為僑界的領導人物，在星島日報創刊之前，已在仰光、星馬及廣州，有過辦報的經驗，胡氏手下的報紙原來總稱星系報業，後來稱為星島報業。

星島日報是戰爭所激發出來的偶然，但這項偶然卻演變成胡氏企業日後形象上的主幹。當初，胡文虎先生的三子胡好先生，於一九三七年（民國二十六年）回到廣州籌辦「星粵日報」，投入的機器設備均屬一流。

星粵日報試版成功，正待推廣之際，「七七事變」引發抗戰軍興，廣州為華南重鎮，日寇敵機不斷轟炸，業務推展遇到困難。另一方面，政府為發動國際宣戰及喚起海外僑胞支持抗戰，也有意善用香港的特殊地位推展文化動員。因此，「星粵」在各方配合下，把人力、器材與各項設備均移至香港，成立了「星島日報」，也從此使香港成為星島報業的中心。

星島報業的創刊號共有八大張，據該報自敘，首日發行數為十萬份。第二天為四大張半，第三天以後為四大張，近年的台灣版，則經常為五大張二十版。在半個多世紀以前，當時的篇幅與內容，可謂不惜以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財力投資而成的報紙。

初創星島時，編輯業務人員均由國內延聘擔任，對於報紙編輯方針、言論原則、抗戰新聞、採訪報導，乃至副刊旨趣，都有力謀突破之處。當時抗戰正進入緊張階段，華中鏖戰方酣，中央政府西遷重慶，星島並派出戰地記者到各戰區採訪，成為透視戰線的重要通道。

星島一開始便採用大型新式卷筒印刷機，這是東南亞第一部美製三色機，每小時印報四萬份，速度昂然領先各報。

在發行方面則自組派報團體，成立運輸報紙的車隊，規劃運銷交通網，這些觀念在其時均可稱為創舉。

重視印務與行銷，把管理觀念帶入報紙，是日後星島發展重要的基礎，也是維持素質的主要依據。

一九四一年（民國三十年）十二月八日，日機突襲香港，隨即攻佔全港，日本軍方在一九四二年強迫接管星島，更名「香島日報」，星島從此「淪陷」了三年零八個月。

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，「星島」立即在九月復員復刊，很快地恢復了欣欣向榮的局面。

胡好先生在一九五一年因座機失事罹難，胡文虎先生也在一九五四年病逝檀香山。從此星島報業就由胡文虎的女兒胡仙女士掌管，負責迄今已三十一年。

胡仙女士除了推廣一般報業業務外，並致力於與社會結合的許多活動，譬如舉辦濟貧運動、環島競步、各種比賽，甚至辦理讀者人身意外保險等。

星島日報原與國府的關係很深，但深處香港的複雜環境中，各人又有不同的彈性因應之道，胡仙女士自述星島的立場為：

『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環境，它在政治上是屬於英國的殖民地之一，但是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居民是中國人，而且迄今仍保存著中國人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。香港的地位是在大陸淪共後才逐漸重要起來，雖然本地的居民絕大多數都厭惡共產黨制度，但是由於英國與中共的關係，以及本港在地理環境上與中國大陸的緊鄰關係，香港事實上和中國大陸仍然無法各行其道的。本港的食水、蔬菜、燃油等多賴中國大陸的供應，而中共也利用香港作為它對外經貿活動的跳板，所以雙方的依賴程度實在是很深的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星島報系無法漠視中共的動態。原則上，中共所公布的任何政策，如果和本港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，星島報系都會加以刊載，例如中共公佈的春節回鄉探親事項，或是港穗海空運的開放等，都和本港有密切的關係，星島日報等當然會詳加刊載，但是有一點原則要把握的是，所有的類似新聞，純粹是為了替本港市民服務的。如果中間羼有政治宣傳的言辭，編輯們都會加以刪除的。

事實上，今日的香港，純然是一個工商界的都市，市民們對政治並無多大的興趣，所以報紙的政治色彩不宜太濃，否則等於自斷生路，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；在商言商，為了求生存，不得不如此。星島報系秉持此一原則，強調一切為「市民的利益」，我想這就是星島報業言論的立場。』

星島日報在紐約發行的美東版，以及在舊金山發行的美西版，原來都是委託他人代營，但這兩個分版都因為內容太左，引起胡仙女士的不滿，後來經過很長的法律訴訟程序，以及相當的財力謀求和解，才把這兩個分版完全歸回總部旗下。這兩項行動除了統一事權的作用之外，當然也能反映星島報業主持人對報紙走向的期望。

星島報業截至今年三月三十一日止，上一年度的收入在扣除稅項、少數股東權益、及各種經常與非經常性項目支出後，所得綜合純利仍有港幣四千二百八十四萬四千元，可謂獲利能力良好的企業。

這次澳洲公司收購星島報業，實際上是一種生意上的「金蟬脫殼」技術。胡仙女士原來以私人名義出資兩百五十八萬澳幣，向澳洲的E.LONG工業公司，買下他的子公司SMITH&MILES，但同時以兩百零五萬澳幣，把SMITH&MILES的資產與業務，再售回給E.LONG工業，又把SMITH&MILES更名為CEREUS公司。

這項類似「買櫝還珠」的交易，看似愚行，其實別有深意。在第一個「買」的行動中，是把港資合法進入澳洲，在第二個「賣」的行動中，則等於付出買賣差價五十三萬澳幣的服務費，給居中擔任套來套去的中介人E.LONG公司。最後再脫胎換骨，與E.LONG斬斷關係，變更成立CEREUS。

等到CEREUS收購星島報業的股票，星島的資本去了澳洲，經營總部也去了澳洲。胡仙女士在雪梨的簡短宣布是：「此項行動可保障股東的利益，並可引進澳洲資金來港投資發展。」我們看到的是，星島報業已在香港下旗，胡小姐的財力已靜悄悄地遷徙到了澳洲。

對香港「前途」的無聲表決

自從中共與英國發展所謂香港前途的會談之後，各界紛紛表示了不信任的態度。工商業界的反應尤其實際，而以英資的動向最為敏感。

去年三月，英資怡和洋行首先宣布，把註冊地點移往百慕達，這家老店的撤離，帶起第一個震撼。而香港工商界採取類似行動的，正有日益增加的趨勢，但有關工作都是在暗地裡進行。

在港資流動的走向中，台灣也列為邊際考慮的一站，根據本文作者的調查瞭解，在台灣北部某地區，也已然形成了若干港資斥候性進駐的小社區。不過，這些港資多抱投資別業的心情，大筆資本進入的較罕見。

在中共與英國於去年九月二十六日草簽香港前途聯合聲明後，香港一度有回復穩定的假象，但多半源於「走不了」的基層民眾，他們自我安慰意識的延長。以香港為經濟基礎的工商業，人人仍具戒心。

今年初，在香港及中國擁有百年經商史的馬登家族，宣布出售在會德豐集團的投資，再依度使英資撤退的形勢湧向高潮。

現在星島報業的撤離，使華資未來的動向也明朗化了。

胡氏家族在香港及東南亞有悠久的歷史，擁有多個傳播媒介的控制權，一直被中共列為主要的統戰對象，星島的卻步，是中共「笑臉」追逐的答案。

五月二十七日，中共與英國就香港前途聯合聲明正式換文，換文的前四天，星島日報避往澳洲。這個行動是一項諷刺、一項抗議、也是對香港途一項無聲的表決。
（聯合報系月刊 No.32:77-81 198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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